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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建历史时期极端气候灾害的时空格局，对于认识当前和未来的灾害演变趋势，辨识灾害高风险区，更好地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清史·灾赈志》中的历史水灾记录，以县级政区为单元，逐年提取了

1736-1911年间中国境内的8582个水灾发生地点；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对这一时期及3个特征时段(1736-1795、1796-

1850和1851-1911年)的水灾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风险理论框架讨论水灾多发区的分布及迁移的影响因

素。主要结论如下：①1736-1911年水灾多发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北部的海河、黄河下游，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

三大平原及沿江地带，与现代分布格局存在一定差异；②华北平原北部是清代水灾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与当时华北

平原降水偏多有关，而进入19世纪后，当地社会经济系统的高脆弱度也大大加重了灾情；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

后，因政府应对不力，使得1851-1911年间鲁西北地区沿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一个条带状水灾多发区；③19世纪长江

中下游地区水灾频次激增，其原因除梅雨变化导致的极端降水事件增多外，人类不合理的农业开发活动大量挤占

湿地和水体，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大了当地面对水灾时的物理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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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与气象要素的极值

变化相联系的极端灾害事件(如热浪、冷害、洪涝、

干旱、风暴潮等)呈增多、加重趋势，给世界各国应

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重大挑战(IPCC, 2012)。对极

端灾害的高风险区进行识别与划分，并归纳其时空

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秦大河,

2015; 吴绍洪等, 2017)。中国大部地区处在东亚季

风影响范围之内，降水的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导致

极端旱涝灾害多发(丁一汇, 2013)，特别是水灾，历

史上广泛分布于各大主要江河流域，仅黄河就泛滥

多达 1500余次，对社会经济造成过深远影响(胡明

思等, 1989; 邹逸麟等, 2013)。近年来，中国东部各

大江河流域水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在较长尺度上重建水灾的时空分布，对于认识当前

水灾态势、预测未来发展趋势，识别相对高风险区，

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历史时期

水灾时空分布变化，并进行典型水灾案例过程重

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向，众多来自地

理学与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中，取得

了大量成果。随着新的历史文献的不断涌现和挖

掘，研究的时空尺度也日益多元化。以正史为主要

数据源的研究可在千年尺度上展开，甚至涵盖整个

历史时期(Zheng et al, 2006)，但受资料丰度所限，相

应地对于重建结果的时空分辨率有所降低。以地

方志为数据源的研究集中在过去 500年时段，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基础数据工作为《中国近五百年旱涝

分布图集》(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1981)，在

其出版以来的30多年间，许多重要的重建工作均以

其为主要数据源(张德二等, 1994; 周寅康等, 1997;

朱亚芬, 2003)。近年出版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

总集》(张德二, 2004)尽管时间跨度更大，但明清两

朝就占据了全书篇幅的 3/4以上，其中大部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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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源自方志，因此以之为基础的研究也常集中于

过去500年时段，特别是清代(陈家其等, 2006; 张琨

佳等, 2015)，其空间分辨率一般可以达到县级政

区。使用清代政府气象、灾害相关档案(如雨雪分

寸)的重建成果具有较高的精度，时段集中在 1736-

1911 年之间(因雨雪奏报制度成熟于乾隆在位期

间，在此之后的档案资料较为完整) (郑景云等,

2005, 2016)。使用私人笔记、日记材料的则仅限于

个别案例重建，时空跨度受限(晏朝强等, 2011; 成

赛男等, 2014)。

就空间尺度而言，宏观分布规律的探讨一般集

中在全国和流域尺度，多侧重于探讨一个较长时间

段的总体分布状况。如朱亚芬(2003)利用REOF方

法对过去 500年中国北方的旱涝变化进行了分区，

并给出了各个区域阶段性旱涝特征；张琨佳等

(2015)分析了中国清代水灾的总体空间格局，指出

水灾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及其他富水

区。对于水灾分布特征在不同时段的差异及其成

因的进一步探讨很有必要。王静爱等(2001)对于18

世纪中期以来不同时段的水灾格局重建已经进行

了有益的尝试，不过文中将1736-1911年(清中后期)

作为一个特征时段进行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细

分。此外，对于水灾的指标量化方法，以及对灾害

空间分布进行呈现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都有深化

研究的空间。

本文拟以一套多源历史灾害记录集《清史·灾

赈志》及与之配套的清代《灾赈资料长编》为数据基

础，以县级政区为单元，逐年统计清代中后期(1736-

1911年间)中国境内水灾发生地，基于核密度估计

法呈现水灾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3个不同时段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进一

步探讨当时水灾多发区分布及迁移的影响因素。

2 数据与方法

2.1 历史水灾数据源

本文用于重建1736-1911年水灾空间分布的历

史水灾数据主要来自《清史·灾赈志》及同时编纂的

清代历朝《灾赈资料长编》。《清史·灾赈志》为 2002

年启动、现已进入收官阶段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五

大部类(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中的“典志”之

一(马大正, 2009)。其继承了二十四史中“五行志

(灾异志)”的传统并加以创新，分为“灾情篇”“官赈

篇”“仓储篇”和“民赈篇”4个部分，其中灾情篇“以

时间为经，以灾种为纬，对持续时间长、面积广或后

果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排比”，“旨在描叙清代自然

灾害的总体面貌、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①。

《灾赈资料长编》②则为编纂《灾赈志》过程中从史料

中提取的逐年灾害和荒政记录汇编，特点为涵盖了

多源数据(档案、方志、私人文献)，特别是大量收录

了档案中官员上报朝廷的灾情汇总及朝廷蠲赈措

施所涉及的受灾地区信息。在编纂《灾赈志》中的

灾情部分时，对长编中的信息进行了筛选和概括，

将自然灾害分为7个主要类别：地震、风灾、旱灾、蝗

灾、冷害、水灾和疫灾，以不同皇帝在位时期为时

段，逐年概述各地灾情。

选用这套资料主要考虑的是其对档案和地方

志两大历史灾害数据源进行了综合处理，特别是以

地方官员上报朝廷的灾情档案对方志中的受灾地

点进行了补充和订正。由于清代规定“报灾”(达到

政府蠲免赋税、赈济钱粮标准的灾害)标准为“成灾

五分”(即减产50%)以上(李向军, 1995)，这就保证了

收入《灾赈志》中的灾害是以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灾情严重程度)筛选出来的，方志记载中常见的不

够标准的轻灾已经剔除。同时，考虑到灾害档案的

丰富程度，本文将研究时段确定为1736-1911年。

2.2 数据处理

本文对水灾原始信息的提取立足于《清史·灾

赈志》，空间统计单元为县级政区(包括县、州、厅)，

时间统计单元为年。对于带有确切时间、空间信息

的记录，如“(乾隆十六年)直隶开州、长垣大灾，东明

水深三四尺，阔四十余里，庐舍田禾一望泽国”，直

接提取。对于概述性文字，如“(乾隆)三十五年，山

东章邱(丘)等三十州县卫水灾”，依据《灾赈资料长

编》中的原始记录(摘录自《清实录·高宗实录》第

868卷“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乙巳”条)对省略的地点

进行补充。

对于获得的水灾信息，进一步进行时空订正。

时间信息的较订做了一定简化处理，即原始的年号

纪年除明确带有日期信息者，均直接转换为公历年

(如上述乾隆十三年即换算为 1748 年)。考虑到水

灾基本发生于作物生长季(春季至秋季)，因农历与

①引自《清史·灾赈志》，目前该书已经定稿，待《清史》各卷汇齐后一起出版。

②内部资料，存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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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不完全重叠造成的误差影响可以忽略。根据

《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 1990)，提取清代县治

对应的今地名信息，并录入经纬度坐标，用于空间

成图。

最终从《清史·灾赈志》中提取到的水灾共计

8582县次(1年1县遭受水灾1次，定义为1县次)，据

此建立逐年水灾频次序列。相比于利用《中国三千

年气象记录总集》(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志)获得的水

灾记录(1644-1911年共计19009条)(张琨佳等, 2015)

年均频次偏少(48.8县次/年，后者为 70.9县次/年)，

这是《灾赈志》编纂者综合史料剔除部分轻灾的结

果。考虑到收入《灾赈志》中的灾害均已经具有一

定严重性(达到政府救助标准)，本文不再对灾情进

行分级处理，在重建水灾时空分布时将受灾县次视

为等权重。

2.3 核密度估计法

本文将清代水灾发生地抽象为点模式，这样水

灾多发区便可以视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点的高度

集聚，采用空间分析中常用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

——核密度估计法来刻画水灾集中区。该方法以

特定要素点的位置为中心，将该点的属性分布在指

定阈值范围内(半径为 h的圆)，在中心位置处密度

最大，随距离衰减，到极限距离处密度为 0，网格中

心 x处的核密度为窗口范围内的密度之和(王法辉,

2009)：

f ( )x = 1
nhd∑

i = 1

n

Kæ
è
ç

ö
ø
÷

x - xi
h

(1)

式中：K(⋅) 为核密度方程，n 为阈值范围内的点数，

d 为数据的维数，x - xi 为估计点 x到样本 xi 处的距

离。利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组件，

并以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水灾发生频次的核密度

值由低到高分为5级，直观地呈现1736-1911年及进

一步细分的3个特征时段中国境内的水灾多发区空

间分布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灾频次序列

1736-1911 年间逐年水灾频次序列如图 1 所

示。就整个序列而言，并未呈现显著的趋势性，但

在不同的时间段存在不同的波动特征。其中，18世

纪水灾相对少发，从 18世纪末开始，水灾频次呈波

动上升趋势，并出现1823、1848-1849这样的峰值时

段；进入19世纪后半叶，则呈现剧烈动荡特征，几个

极端涝灾频发的时段之间，夹杂着几个大旱时段

(如1850s、1876-1878年)。

根据这一阶段性变化特点，进一步将 1736-

1911年划分为长度相近的 3个时段，分别为：1736-

1795 年(乾隆年间)，1796-1850 年(嘉庆、道光年间)

和1851-1911(咸丰至宣统年间)，对比分析不同时段

的水灾空间分布特征。在整个清代，这 3个时段也

分别对应清朝的鼎盛期、转折期和衰亡期，不同阶

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水灾多发区的分布和

迁移，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3.2 水灾空间分布特征

1736-1911年间中国境内水灾的空间分布总体

特征如图2所示。水灾多发区集中在几条主要河流

的中下游。其中3级以上的多发区除珠江三角洲等

零星区块外，在中国东中部地区基本连成一片，涵

盖了海—滦河、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4

级以上多发区在长江流域主要集中在太湖以东以

南，而在华北平原则集中在海河、黄河下游；特别是

在海河水系下游，即河北中部、天津市附近，形成了

一个极端高值聚集区(5级多发区)。

图1 1736-1911年中国水灾频次序列

Fig.1 Frequency series of floods in China, 173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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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于水利部历史水灾案例摘录重建的1736-

1911年中国水灾县次空间格局(王静爱等, 2001)相

比，本文识别出的灾害极端多发区(华北平原北部)

与次一级的多发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下游)与其大

体一致，不过该文识别出的另一个高值区(甘肃河

西走廊以东)在图 2中并不显著。与基于方志水灾

资料重建的清代(1644-1911)水灾县次空间分布相比

(张琨佳等, 2015)，其 4个水灾高发区域(黄河下游、

海河、淮河、长江中下游)亦与本文有很好的对应。

清代水灾多发区的空间格局与现代存在一定

差异，张行南等(2000)划分的 7个洪水高危险区(辽

河中下游、海河北部平原、鲁北徒骇—马颊河地区、

鲁西及卫河下游、淮北及里下河地区、长江中游湖

区及沿江带、珠江三角洲)多数可与图2中的4、5级

多发区对比，但辽河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并不在清

代水灾多发区之列；同时，清代水灾多发的黄河下

游干流沿岸，现代风险级别则已调低。而在吴绍洪

等(2017)预测的 2021-2050年洪涝危险性空间格局

图中，高危险区尽管也主要分布于东部，但其重心

相比清代已经显著南移，长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区和

东南沿海一带的洪涝高危险区的范围大为扩展。

3.3 不同特征时段的空间分布特征

3.3.1 1736-1795年

乾隆年间(1736-1795)，中国境内发生水灾2639

县次，年均 44.0 县次，低于序列平均值(48.8)，是一

个水灾相对少发时段。如图 3所示，这一时段的水

灾多发区在空间上显得非常集中，成都平原、珠江

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沿江带形成了几个并不

明显的高值区(2-3级)，4级以上的水灾多发区全部

位于黄淮海平原范围内，并出现河北平原中部、冀

鲁豫交界及鲁西北等几个极端多发区(5级)。

3.3.2 1796-1850年

嘉道年间(1796-1850)水灾频次显著上升，总计

发生 3084县次，年均 56.1县次，大大高于序列平均

值。同时，水灾多发区的空间格局亦发生重大变动

(图4)。此前水灾多发区的主要集中地黄淮海平原，

原有的数个 5级区仅剩河北平原中部，4级区范围

亦显著缩小；而在其南部的淮河下游出现另一个水

灾多发的中心(今洪泽湖周边，当时的黄淮交汇

处)。长江中下游此时一跃成为范围最大的水灾集

中地，4级以上水灾多发区在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

4个极端多发区(5级)分别为江汉平原、鄱阳湖区、

太湖周边，以及长江下游沿江地带(芜湖—镇江段)。

图2 1736-1911年中国水灾频次核密度分布

Fig.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flood frequency in China,

1736-1911

图3 1736-1795年中国水灾频次核密度分布

Fig.3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flood frequency in China,

1736-1795

图4 1796-1850年中国水灾频次核密度分布

Fig.4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flood frequency in China,

179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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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1851-1911年

咸丰至宣统年间(1851-1911)，水灾频次有所回

落，总计 2859 县次，年均 46.9 县次，接近序列平均

值。这一时期的水灾多发区空间格局再次发生显

著变化(图5)，长江中下游的几个水灾集中区仍然存

在，但范围有所缩小，重要性亦下降(3-4级)。华北

平原北部重新成为水灾最为多发的区域，并可区分

为南北 2个中心。北部中心区仍在河北平原中部，

南部水灾多发区域则沿黄河下游干流呈现条带状

分布，越向下游，水灾越多发。

3.4 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结果，清代中后期(1736-1911年)中国

境内的水灾多发区主要集中在以下区域：河北中部

及天津一带的海河水系下游、冀鲁豫交界的黄河下

游、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洞庭湖、鄱

阳湖、太湖)及沿江带；此外尚有珠江三角洲、成都

平原等范围有限的多发区。这些地区在自然人文

环境方面的共性特征前人已多有总结，如：地处江

河下游，承接上游大量来水；地势平坦低洼，排水不

畅，亦并发涝灾；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灾情不易控

制。这些因素固然决定了水灾的多发，但本文同时

发现，清代水灾多发区的空间分布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在不同的时段内发生了显著迁移，其间影响因

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水灾多发区的空间迁移可看作区域水灾风险

程度的变动，从而可归结到灾害风险理论框架下展

开分析。IPCC 特别报告将灾害风险(disaster risk)

总结为致灾因子(disaster)、暴露度(exposure)和社会

经济系统脆弱性(vulnerability)3个方面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IPCC, 2012)。据此，可初步分析这几方

面因素对清代水灾多发区迁移的影响。

3.4.1 致灾因子

水灾的致灾因子可以分为雨情和水情 2 个方

面。就降水来说，清代中后期中国境内降水空间格

局与现代存在一定差异，最突出的特征是雨带总体

偏北。王绍武等(2006)将过去500年中国东部夏季

雨带位置分为8类，其中18世纪和19世纪雨带位于

黄河下游(35.0°N附近)和华北(37.5°N)的类型占比

分别为 34%和 41%，远远高于同期雨带位于长江

(30.0°N)和江南北部(27.5°N)的占比(分别为 18%和

16%)；而20世纪两者的数量关系发生倒置，前者占

比下降为 17%，后者上升为 33%。雨带偏北，意味

着当时华北平原的降水更为丰富。利用雨雪分寸

重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 300年降水序列显示，

18-19世纪的降水量显著高于 20世纪，由多变少的

突变点出现在 1915 年前后，这一趋势在河北子区

(包括石家庄、河间、太原、济南 4站)体现得更为明

显(郑景云等, 2005)。相对丰富的降水，是清代华北

平原(特别是其北部)水灾持续多发的基础。

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清代并不是一个显

著的多雨期，但对梅雨的重建结果显示，18和19世

纪之交该区进入了一个梅雨期偏长的时段(葛全胜

等, 2007)，同时整个19世纪异常丰梅事件的出现频

率大大高于18世纪(郑景云等, 2016)。梅雨的异常

偏多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的主要诱因，19世纪该

区几次极端水灾(如1823年、1849年)均发生在异常

丰梅事件背景下。雨带的南移和梅雨的延长是嘉

道年间长江中下游成为另一个水灾中心的重要影

响因素，直至清末，这里一直是水灾多发区。

在雨情之外，还需要注意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

水情的变化。对于 19世纪以来长江流域水患的异

常增多，清人就已有所认识，如魏源在《湖广水利

论》(写于1834年)(魏源, 1976)中开篇指出：“历代以

来，有(黄)河患、无(长)江患。……乃数十年中，(长

江)告灾不辍，……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究

其原因，还在于清初以来长江干支流上游山地丘陵

的加速垦殖，以及下游平原区“与水争地”的愈演愈

烈，导致区域水文特性发生剧变：一方面上游水土

流失加剧，来水增多且含沙量增大，易于淤积；另一

方面下游原有的蓄洪区逐渐缩小、消失，使得汛期

水位居高不下。19世纪长江水患的加剧，是雨情和

水情共同变化的结果。

图5 1851-1911年中国水灾频次核密度分布

Fig.5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flood frequency in China,

185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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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华北平原，晚清时期的一个重大水情变

化是1855年的黄河铜瓦厢改道事件，黄河不再走过

去 700多年间的南流故道，而改道鲁西北夺大清河

入海(邹逸麟等, 2013)。此后数十年间，黄河连年泛

滥，使其下游地区成为 1851-1911年间最为显著的

水灾中心之一(图5)。

3.4.2 暴露度

暴露度指灾害影响之下的人口、生计、设施、财

产等方面的总和(IPCC, 2012)，理论上暴露度的大

小与灾害风险成正比，对于清代中国这样一个以农

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可从人口和耕地两方面的

变化来对暴露度进行简单衡量(方修琦等，2013)。

前述历史时期水灾多发区分布与现代的差异，在一

定程度上便与暴露度有关。例如现代水灾多发的

珠江流域地区，在清代总体开发程度还比较有限，

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如黄河和长江流域，人口也主

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区域，在同等强度的水

灾之下，受灾范围相对较小、灾情相对较轻。

与此同时，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许多区域内

的人类活动强度及其开发方式上的显著变化，改变

了区域面对水灾时的暴露度，从而使得水灾风险随

之发生变化。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东北地区，在上

述3个特征时段中可以看到水灾频次的逐次上升和

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这显然是清中叶以来东北地

区移民持续涌入，垦殖力度持续加强的结果(叶瑜

等, 2009)。

对于几个主要的水灾多发区，如华北平原，尽

管当地人口在清代持续增加，但在本文研究时段内

其农业开发已近饱和，垦殖率变化相对有限，这种

暴露度上的变化对于水灾频次的影响不如东北明

显；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却有所不同，清代与

水争地的垸田(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

施的水利田)大开发，大量挤占原本无人居住的河

滩、芦荡、湖面，新增的耕地和聚落全面暴露在水灾

威胁之下，这就使得许多清初水灾少发的州县至晚

清成为水患的渊薮。

以江汉平原为例(张国雄, 1989)，18世纪这里的

垸田开发进入高潮，出现了“堤垸如鳞”的景观，如

汉川县有 265垸，天门县有 109垸，沔阳州(今仙桃)

达1367垸。进入19世纪，每遇水灾，这些垸田往往

首当其冲，嘉庆初年统计江汉平原长年积涝的垸田

多达 920 个(龚胜生, 1993)，至道光年间，各州县几

乎无一年不报水灾。据统计，汉川县水灾频次由乾

隆年间的6次上升为嘉道年间的17次，而仙桃则由

7次上升至 16次；垸田的大量漫溃，使得江汉平原

成为当时一个突出的水灾中心(图 4)。类似情况还

发生在洞庭湖区、鄱阳湖区以及沿江地带，垸田(苏

皖两省称为圩田)开发带来的暴露度上升，对于 19

世纪长江中下游水灾频次的急剧上升起到了重要

作用。

3.4.3 脆弱性

脆弱性又称为易损性，IPCC(2001)将其定义为

“系统容易遭受和有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的不利

影响的程度”，Gallopín(2006)将其分解 2 两个维度

——敏感性(sensitivity)和响应能力(capacity of re-

sponse)，前者对应的是“遭受不利影响的容易程

度”，而后者则对应“对付不利影响的能力大小”。

在灾害强度和暴露度相差不多的前提下，区域社会

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受损程度

及其恢复能力。

以清代水灾最多发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现代

京津冀大部及河南、山东一部，核心位于河北平原

中部)为例，该区基本位于前述黄河中下游过去300

年降水重建研究中的河北子区(郑景云等, 2005)。

降水序列显示其18世纪是一个显著的多雨期，相应

地，该区成为全国最显著的水灾中心；至 19世纪前

半叶，降水明显减少，但仍然存在一个5级极端多发

区；至 19 世纪后半叶，降水量有所回升，但仍少于

18世纪，而此时当地不仅重新成为水灾中心，且水

灾频次大大高于18世纪(如文安县水灾频次从乾隆

年间的 20 次上升至咸丰以降的 38 次)。在致灾因

子和暴露度(主要体现为耕地面积)变化不大，甚至

前者强度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灾情大大加重的原

因，主要是由于当地19世纪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

增加。

在此前的研究中，以人均粮食产量作为敏感性

指标，发现 18-19世纪之交正是华北平原北部地区

人均粮食产量降至温饱阈值(300 kg/(人·年))以下

的转折点，此后当地社会便进入一个对灾害高度敏

感的时段(方修琦等, 2013)；与此同时，主要体现为

政府救灾力度(赈济、蠲免、移民)的响应能力，受制

于清政府财政危机，又处于持续降低 (Xiao et al,

2014)。高脆弱性加重了灾情，灾民的响应方式便

日趋暴力，19世纪华北平原社会流民日众，动乱频

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救灾活动与水利工程。如1855

年黄河铜瓦厢决口之后，冀鲁豫一带连年水患，起

义军蜂起，而修筑黄河大堤之事迟迟提不上议程，

后来虽勉强修筑，但对洪水的抵御能力也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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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黄河大堤的连年溃决，是晚清该地区水灾多发

区呈现条带状(沿黄河干流)分布的主要原因。晚清

时期的永定河工也是年久失修，至19世纪末的多雨

期灾情极为惨重，河北中部一些低洼地带长期积水

不退，以至连年报灾(李文海等, 1989)。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清史·灾赈志》及清代《灾赈资料长

编》中的历史灾情记录，以县级政区为单元，逐年统

计了 1736-1911年间中国境内的水灾发生地；然后

利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对得到的 8582个受灾地点进

行空间分析，分别呈现了全时段及 3 个特征时段

(1736-1795年、1796-1850年和1851-1911年)的水灾

空间分布，并结合风险理论分析讨论水灾多发区分

布及迁移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清代水灾多发区主要集中在以下区域：华

北平原北部的海河、黄河下游，淮河下游，长江中下

游三大平原及沿江地带，这一空间格局与现代存在

一定差异，一些现代水灾高危险区(如辽河下游平

原、珠江三角洲等)在当时水灾并不多发，主要是受

开发程度的影响(暴露度有限)。

(2) 华北平原北部是清代水灾最为集中的区

域，特别是河北平原中部在 3个特征时段均为 5级

极端多发区，一方面是由于 18-19世纪当地相对 20

世纪总体多雨，另一方面则与19世纪这一地区社会

经济系统的极端脆弱有关。建国后随着水利设施

的兴修，加之气候偏干，这一重灾中心趋于消失(王

静爱等, 2001)，但未来降水增多后的水灾风险仍不

容忽视，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背

景下更应予以重视。2016 年 7 月的河北暴雨洪水

灾害便已敲响了警钟。

(3) 18 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发生相对较

少，进入19世纪水灾频次激增，并形成了江汉平原、

鄱阳湖区、太湖周边及下游沿江地带等多个 5级极

端多发区，其间原因除了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降水

事件增多，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

加重了灾情。

(4) 1851-1911 年间鲁西北地区存在一个特殊

的水灾极端多发区(5级)，呈条带状分布，其形成与

1855年的黄河铜瓦厢改道事件有关，黄河夺大清河

入海后，下游大堤因社会动荡迟迟不能建成，导致

黄河在这一时期几乎连年泛滥。因此这一水灾多

发区沿黄河干流河道分布，越向下游水灾越频发。

相对于以往同类研究，本文在资料来源及数据

处理方面进行了一定改进；使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水

灾多发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呈现具有比较好的显示

度；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段的空间特征差异，并对其

成因机制进行了初步解释，对于认识当前和未来的

水灾变化趋势及高风险区的辨识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其不足之处在于：受原始文献资料所限，本

文研究的空间尺度比较宏观，将受灾县级政区抽象

为点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误差；对于影响

因素的讨论还较初步，且偏重定性，未来可在时空

尺度细化和指标量化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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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 flood risk areas in China, 1736-1911

XIAO Lingbo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climatic disasters in the past is importan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gh risk zones at present, the prediction of change in the future, and improved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is study, information about historical floods was extracted from the

Qing History, and counties suffered from floods during 1736-1911 were identified year by year, which sum to 8,

582. Using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tspots where floods occurred frequent-

ly during 1736-1911 was reconstructed,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periods (1736-1795, 1796-1850,

and 1851-1911) were analyzed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aster risk developed by the Intergovernmen-

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high risk areas during 1736-1911wer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ai River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lower reach of the Huai River, and

the three great plains (Jianghan-Dongting Lake, Poyang Lake, and Tai Lake) in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riparian area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ods wa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time.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nd Hai River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hotspots where floods were concentrated. It was partly be-

cause in the 18th and the 19th centuries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was more tha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high vulnerability of regional socioeconomic system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also played a

negative role in damage control. After the Yellow River changed its course in 1855, new levees were not built un-

til the 1870s because of social unrest and financial crisis, which led to a new high risk area with a banding distri-

bution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northeast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19th century, flood occurred

much more frequently in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than the 18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change of Meiyu,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area; on the other hand, inappro-

pri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diked field) led to rapid disappearance of natural wetlands and lakes,

which meant higher water level in flood period and more exposure to flood.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flood;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disaster risk;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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